观音信仰的在地化与民间化

——以福建莆仙观音本事戏抄本为个案

福建省艺术研究院     张帆

跟随着北传佛教的传播脚步，观音信仰从印度到中国、从精英阶层到民众阶层，在流播与接受过程中，观音菩萨由男变女，不断随着各地需要而改变或扩大功能，信众对菩萨的出身与救世能力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写与重构，正是这种深度在地化与民间化的改写，使得观音菩萨成为中国民间重构出来的重要信仰对象之一，信众几乎遍及全中国。

在有关观音出身传说中，妙善公主历尽艰辛，矢志修行，最后得道的故事自民间传说进入文人视野，被敷写成《香山大悲菩萨传》
后，据此为蓝本，观音修行故事成为宝卷（仅《香山宝卷》
就有40多种版本)、说部、唱本、戏剧诸文学艺术门类演绎的题材，它们对观音故事的叙述既相互融合，又各各有异，历代不断增益，这使得观音传说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与目连故事一起成为中国化佛教故事最重要的两大母题。

就戏剧来说，无论是文人创作还是民间抄本，观音得道的戏比比皆是，如明清传奇《观世音修行香山记》《海潮音》，还有不胜枚举各地方剧种大都有此剧目。在拥有数十个剧种的福建，现存有梨园傀儡戏《观音修行》、上杭傀儡戏《大香山》、汉剧提线木偶《大香山》、闽剧《观音出世》《妙善十八难》《妙善结局》、词明戏《观音修道》以及本文将要讨论的莆仙戏五个抄本等。至于以观音为角色的戏就更多了，如传奇《观音渔篮记》《渔篮记》、西游戏。总体上来说，以观音为主角的戏可以分为菩萨出身的本事戏与除妖救难为主要内容的灵验戏两大类，在此，有必先要对本文所涉之“莆仙观音本事戏”做一个说明与界定：

“莆仙戏”： 莆仙戏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原名兴化戏，流播于闽方言之次方言的兴化方言区，具体来说，即福建省莆田市（原莆田、仙游两县，故称莆仙）及周边毗邻的方言地带。莆仙戏发轫于唐代，到了在宋代，产生既有故事，又综合唱、做、念、舞的再现性装扮表演；元明以后，蓬勃发展的南戏诸腔促进了它的发展，至今莆仙戏仍保留50多个宋元南戏的传统剧目，早期的行当脚色亦承袭南戏体制，音乐曲牌大部分也与南戏相似。兴化戏的唱腔、念白使用兴化方言，表演上具有鲜明地方色彩，1952年改称莆仙戏，至今仍盛演于舞台之上。

 “观音本事戏”：依据朱芾煌《法相辞典》、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及陈兵《新编佛教辞典》关于“本事”所辑录各条经文，指弟子多生故事，丁福保定义为：“谓佛说弟子菩萨声闻等过去世行业事历之经文也”。虽然在古代文论中，“本事”往往指作者或文诗所指涉之实事，但三藏十二部有伊帝目多伽（本事）、阇陀伽（本生）之分，据此，本文将敷演观音得道故事的戏称为“观音本事戏”。本文所讨论的观音本事戏，限定于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庋藏之莆仙戏抄本，故称之为“莆仙观音本事戏”。

一、莆仙戏中观音本事戏的抄本

福建省艺术研究院所藏抄本中，有五种莆仙观音本事戏：

《妙善出家》（莆田县编剧小组抄，1957年10月）

《观音戏》（莆田县编剧小组抄，1958年2月）

《大香山》（1962年抄，残本）

《慈航渡世》（莆田县编剧小组，1963年抄）

《观音扫殿》（仙游县编剧小组，1964年抄）

这五种抄本皆叙妙善修行得道故事，其中《妙善出家》似为较早期版本
；《观音戏》系《妙善出家》之转抄，且有不少增益；《观音扫殿》是《妙善出家》中“观音扫殿”一出的节录，这三本是同源抄本，莆仙戏音乐使用是曲牌联套体，固定的曲牌、固定的音乐使这三种抄本的唱词部分基本相同，而在念白上，有较大差异，比如《观音戏》在念白上，较《妙善出家》做了较多的增益。《慈航渡世》从“火烧白雀寺”开始至观音得道，与前三本差异较大，应该是另有所本。《大香山》系残本,仅余一至六场“神助挑水”,虽系妙善故事,但是与前四本大为不同，带有更为鲜明的地域色彩。

这些抄本是莆仙戏不同班社或不同时期的演出本，它们与演出是一个动态的互相影响的过程：在演出中，写本往往会按照实际需要，被艺人因地制宜地修改，也可能再次被写定，如此反复、不断增删。这五种抄本何时出现于莆仙戏中？传承自何处？又是如何流变？在各类资料严重匮乏的情况下，要想清晰地勾稽出一条流变线索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这些抄本历代转抄、不断修改而形成当下形态，不过，同一母题存在五种不同抄本（甚至可能更多），至少证明观音得道这个外来的一题材受欢迎的程度之大与演出之盛。

二、在地化与民间化观音本事戏

作为菩萨本事故事，莆仙戏音戏带有着浓厚的佛教色彩。抄本的参与者们将自己所熟知的佛教知识叠加在剧中，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抄本白唱中堆积着禅、净等流播较广的宗派理论、修行法门以及常见的劝世言、经文、义理等等，甚至还有常见的儒学经典、典故：

三旦（即妙善）白：……人生在世如春水朝露，转眼不见，至亲惟父母为重，夫妻那是夫妻，届时汝顾不得，至爱者无如田地家业，一旦无常到日，汝看守守不得，奴不愿受荣华富贵。——《妙善出家·三女谈论》

三旦白：医士能医天下将颓之山，当寒暑之时，无爱欲之情，无老病之苦，无高下之相，无贫贱之形，无众我（《观音戏》》作无尔我之心）之喜心。——《妙善出家·逆旨被责》

三旦唱：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修行悟道，何千苦万辛，磨耐成针，陶（淘）沙见金，龙华三会何时得相逢，乾（朝）闻道，夕死可无，正是苦海无边，苦海无边回前沿是岸，拜我佛乞慈悲，怜妙善炼性沉，清（情）愿的早参透，免落在边沙城。——《妙善出家·观音扫殿》

主（即妙善）唱：佛在灵山塔上修，时人都向外边求，人人有个灵山塔，佛向灵山塔上修。——《观音戏·后苑解》

这些台词叠床架屋式地杂着无常、轮回、业果法则、苦等义理，与其说是佛教向民众阶段的传播，勿宁说是民众对佛教知识选择性接受。芜杂、无序，有时甚至只求形似地引用经文，还羼杂着大量民间信仰，这虽然是笔者所见五个抄本所透露出民间佛教信仰的特征，较之体大思精的佛陀经教正法有着迥异的取向。但是，也许我们不能就此无视甚至鄙夷这些流播于民间的信仰现象，因为流播于民间的佛教（姑且如此称呼），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是大量的真实的信仰存在。

这些抄本中最多见的，是净土信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弥勒净土信仰，期许信众得入弥勒兜率，共赴龙华海会，虽然后因政治因素而渐转为较隐密的民间宗教，但是弥勒净土信仰在民间留下不少的痕迹，如前引台词“龙华三会何时得相逢”，在莆田地区还在不少名为弥勒或上生、下生的寺院。在弥陀净土信仰兴起后，因其修功简便，且往生后可以进入西方净土的灿烂未来，似乎更易于为下层百姓接受，是以得到广泛弘扬，兴盛至今。在民间盛行的弥陀净土以持名念佛为主要修持方式，所以在剧本中，随处可见角色喧念“阿弥陀佛”名号的情节：

三旦唱：朝朝暮暮念阿弥，朗词（诵）佛经机，半步不敢离。——《妙善出家·滴（谪）贬西圃》

尼唱：老尼终日守佛坛，阿弥陀佛，朝暮常把经文看，日上二竿睡未起，等起名利不如闲，阿弥陀佛。——《妙善出家·雀寺参禅》

持诵“阿陀陀佛”是剧中角色的日常修习，净土法门甚至成为妙善修道的方式：妙善被贬到西圃雪池，在彼处念弥陀名号修行，她到香山后也是修弥陀：“感谢我佛赐桃，此去不惮烦劳，真心薰沐修成正果，去香山事弥陀，届（到）只（这）正哉（知）佛法高。”(《妙善出家·假试赐桃》)。
在弥陀净土的理论中，观音作为“西方三圣”之一，是西方世界教主阿弥陀的胁侍，负责接引之责。莆仙地区三一教
“超度转藏仪式”中，“当众亡灵从地狱中被超度出来时，……在烧化“渡船”（用纸、竹剪贴、装饰而成）时，船头上首立观音菩萨，引渡众亡魂到西天极乐世界。”
当地百姓将观音菩萨视为亡魂进入西方极乐世界的引路人，同样的观念，也表现在舞台之上：

旦白：汝既知过，罢了，瓦未成正果，难超汝，等瓦见了严（阎）君，代说方便，超度汝出世，可念三声阿弥陀佛而去吓。——《妙善出家·接引游魂》

妙善受刑未死，其魂被请入地狱游历，所见受苦亡魂各各托她超度，在《妙善出家》中，妙善自身未成正果，无力直接超度，因此替这些亡魂向阎王求情，吩咐亡魂口诵“阿弥陀佛”。观音信仰大致上有净土型、密教型以及智慧解脱型诸种
，净土系观音将现世的救难功能与来世的救渡功能合而为一，较之玄远的义理，更容易为百姓所接受。在民众的认知中，佛法往往等同于弥陀法门，这可能净土系观音在中国广为流播、为广大民众所熟知的结果，救难与救度也是文学艺术领域中观音功能的最主要构成要素。
莆仙观音本事戏的五个抄本流行于兴化方言区，它们有着共同的文化生态背景，因此表现出较为统一的观音信仰民间化的趣味，观音形象、信仰内涵均有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观音形象民间化改写

回到五个观音戏的文本，我们会发现，这些故事实际上沿用的是一条民间造神的叙事模式：神灵投胎—降生异兆—修行受难—得道归位。一般信仰者眼中救苦救难、法力无边的观音，在剧中成为了一位凡间的弱女子。

《妙善出家》中的观音“身愿下凡托生”，未说明是何方神圣；在《大香山》中她是“大圣童子”投胎：“大圣童子在佛天殿前夸出大言，普渡兴隆国，佛旨将他发在庄王膝下为女。”所以她的降生，带着祥瑞的神奇色彩：“御园中生有瑞草异香”、“异香满堂五色祥云罩下半空”，这种对神灵前史进行神秘化、神奇化，是普通信众对自己所信奉神明的常用的方式。

得道之前，妙善只是一位普通的凡间弱女子，虽然剧中她的身份是妙庄王的三公主，但角色的实际心态、言行仍是平民化的。在《妙善出家·观音扫殿》中，妙善参拜诸神，诸神却因她以大拜小，无法承受而纷纷倒地，这时她担心的只是：“师尊生埋怨”；从地府还魂后，发现自己孤身在松林中，她惊慌失措：“四围又无门，无处可棲身，佐仕伓（怎么不）心闷。”（《观音戏》）甚至埋怨阎王送她还魂，世尊为此试探她的修道之心是否坚定；当世尊指点她往香山修行时，她担心“弟子肚中饥饿，仕样会行届(如何能走到)香山。”她的心态完全与民间弱女子遇到困难时一样，能力也没有超出普通小女子的的范围。对于种种极为残酷的磨难，她逆来顺受，不抗争、不抱怨，认为这些都是业力的的结果：“只是奴业债还未满，仕敢追怨自（怎敢埋怨）严父。”希望自己还清业债后，能早日得到正果。
妙善修行的目的是“许时则度生身之父母超升天界，中则救人间古（苦）难贫寒业障，下则伏凶神恶鬼不为邪祟，方足奴愿。”（《妙善出家·三女谈论》）她的誓愿首先是超升父母，其次才是救苦救难，最后是镇服鬼魅；她还希望“化衣化食，自然华，寿命无量，难俦渡（度）。”（《观音戏·观音焚香扫殿》）这些具体的愿望是人子女孝道体现和对得道后物质利益上的要求以及对长生久视的所追求，是普通民众的生活理想。
在剧中，妙善不是独立于神灵体系之外，而是被纳入以民间神灵与道教神灵为基底而建构起来的神灵系统。以世尊为首（许多莆仙戏以外的观音本事戏是以玉帝为首）的许多位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神仙，在妙善受苦或前途渺茫时，出来救难与指定迷津：世尊“法眼观见兴林国妙庄王三公主妙善真心慕道……被庄王贬去西圃雪池受冻。今当谴诸神扶护”，命土地“化一株桃树生下仙桃与妙善充饥，再化一株瓜树，生下瓜子乞伊止渴”；寒山、拾德地奉世尊之命“即到西圃去扫雪，扶护三公主免受难。”（《妙善出家·逆旨被责》）在白雀寺中主持对妙善百般磨难，要求砍柴、挑水、磨面、做斋饭等繁重事务，这一些，均由伏虎祖师、降龙祖师、土地公、土地妈帮助完成；“观音扫殿”中，扫殿、添香、点烛、敲钟、打鼓也全部由伽兰神命判官小鬼帮忙做好；火烧白雀寺、刀斩妙善等等也无不一一被神力所化解。可以说，在妙善修行的过程中，随着她与父亲的冲突不断升级，父亲所制造的种种危机，均是由世尊统领的大大小小鬼卒神仙来解决，妙善完全依靠神力而不是人力来最终达到得道的目的。弱女子妙善最后苦尽甘来，从游地狱开始，一步步拥有了救难与救渡的能力，地狱帮助度脱鬼魂，在香山得道，并拥有无上的神力，还能够以神通治疗原来与她对立父亲，让父亲完全认同了自己的修道选择，成为具有救难赐福能力的民间福神。

从这五个抄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妙善得道前是一位颇具坚定信仰的凡间弱女子，而得道后，则是一位具有民间信仰神灵的品格的俗神。从凡人到神灵，这其实是艺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观众的需要所创造出来的观音形象，是民众心目中真实的女神形象。妙善之获得非人力的帮助，也是升斗小民对自己苦难的解决方式的一种想象，这些神灵因此被塑道为站在弱小、正义的一边，是救苦救难的化身。超自然神力的运用，不仅仅在观音戏，也不仅仅在莆仙戏，几乎所有的民间文艺作品都随处可见，这是民众阶层对摆脱苦难生活时的普遍希翼，也是民间朴素人生理想的一种展示。

其二、仪式剧化

莆仙民间里社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岁时节令是莆仙戏生成、发展的土壤，包括莆仙戏在内的各类莆仙民间艺术样式与民间俗信互融共生。在当地，甚至婚寿、丧殡、大兵大疫之后，都有聘请戏班演戏之习，借以招祥纳吉或消灾灭戾，南宋莆田籍诗人刘克庄留下大量莆仙社火风俗和戏剧演出记载，《观社行·三和》：“厥初捧揭土与木，继以刀割俄香涂”
纪录了当时戏曲、宗教活动合同为一的关系。地方信仰的繁盛意味着莆仙戏演出的繁盛，信仰与莆仙戏关系是如此密切，一些仪轨不但被移植于舞台之上，甚至还产生了驱邪纳吉的仪式剧如《愿》、《目连戏》、《鲁
戏》等。

从戏剧的发生来看，仪式无疑是源头之一，在戏剧的发展过程中，仪式与戏剧的关系也是极为密切。从全本戏中中抽出来的《观音扫殿》一出，超越了以歌舞演故事的娱乐意义，而带着仪式剧所应有的驱邪纳吉之功能。这一场戏，一般由7、8位角色上场：两位天将（或判官）、寒山、拾得（一执扫帚、一执芭蕉）、二鬼卒、伽蓝、妙善公主。写的是妙善在白雀寺修行，师父吩咐她扫殿点灯、敲钟击鼓，伽蓝令寒山、拾得、鬼卒相助，使得地不扫自净，灯不点自明。文本中读不到的历代传承的演出方式是：全出结束前，鬼卒推出莲座，由妙善扮观音登莲座，众人一一参拜。

这出戏在新戏台开台或目连戏演出结束时演出，演后还要泼水洗尘。这其实是一种保护性的巫术，将仪式与演出结合起来，借寒山、拾得扫地掸尘，去除不吉因素。信众大体基于以下两种心理需求：其一、驱逐戏台上因搬演目连戏而招来四方孤魂野鬼，；其二劝赶宫庙及戏台上下各方躲藏的鬼怪。信众们相信通过《观音扫殿》的演出，那些可能对他们的未来生活、生产产生困扰的神鬼精怪将被驱逐，村落、家庭与个人将获得平安清吉。

《说文解字》里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也。象人两舁舞形，与工同意。” 
古代祭仪中的巫觋在执行各类祭祀禳祈仪式的过程中，既歌且舞，具有观赏性与娱乐性，实际上既有巫觋身份，又具备演员特点。按照李亦园先生的划分，“神媒”效能有两种，一是通神，通过通灵或非常意识状态、附身等手段达到启悟、占卜、祭祀的目的；二是助人，通过诊病治疗、仪式歌舞展演等方式来治疗疾病、预测未来、祈福禳祓、驱邪逐疫
。很显然，在仪式剧中，演员以带有一定程度上仪式性化表演来达到祈福禳祓的目的，客观上与巫觋的功能相似。在《观音扫殿》这一出简短的仪式剧中，演员功能明显巫觋化了，该剧的寒山、拾得，执扫与芭蕉叶，在台上打扫，有着鲜明的去灾纳吉的意味；在出末，以莲台观音形象来镇伏邪神小鬼，演员随着自己扮演的角色而进入神的行列，具备了有别于普通演员的神格，这与招祥纳福的仪轨有着相似的宗教内涵。田仲一成先生认为中国戏曲起源于巫的一元性说法自是一家之言，有可商榷之处，但《观音扫殿》中演员以戏曲妆扮的方式达到招祥纳福的意义，客观上一定程度存在巫觋的痕迹则是无庸置疑的。

从文本中看，《观音戏·再往医父》中的一段戏，虽未形成正式的仪式剧，也带着这种色彩：

儿（即红孩儿）唱：皈依佛教，先恭拜观音菩萨阿弥陀佛，正月初八，南无华岩，众息甘露，普光菩萨，观世音菩萨，二月初八，南无七宝林中十二面菩萨，三月初九，南无光藏法王菩萨，三月初三，南无释迦牟尼佛。

儿音（红孩与观音）仝唱：三月初六日，南无唐国西来僧伽大圣，三月初九日，南无无香妙吉祥菩萨，四月廿五，南无广中千手千清凉宝山菩萨佛。

儿唱：五月十七，南无藏王菩萨佛，五月初三日，南无天竺藏王庆佛。

儿音仝唱：六月十六日，南无普陀山自在佛，六月十八，南无海中敬西天洋一十二面佛，六月廿九日，南无清凉宝海思庆佛，七月十三日，南无庆庆掌花伽良愿菩萨，八月十六日，南无宝海清凉慧德菩萨，十月初二日，南无妙吉祥林海中月菩萨佛，十一月廿九日，南无清凉白衣观自佛，十二月廿五日，南无多宝如来佛，十二月廿九日，南无华岩佛。

儿音仝白：佛拜已毕，可到普陀岩参佛。

——《观音戏·再往医父》

西游故事中的观音收红孩儿，并封为善才童子的情节被纳入了莆仙戏《观音戏》中，这一段是善才五十三参，在台上演出时间不短，从戏剧性要求来说，这一段演出平直冗长，缺乏戏剧冲突，是场上大忌，一般情况不可能出现。虽然笔者无缘见识这一段的舞台演出，但是，伴随这些唱词的，想来还有一系列拜佛动作，传播佛教的同时，也可能存在以菩萨来镇伏邪魅的意义。这一类不合戏剧要求的仪式，其实常常出现在民间戏曲中，比如四平戏、目连戏中就屡屡见到，。

其三，民间化的伦理道德与情感逻辑

如果细究起来，民间伦理道德观念的构成与来源较为驳杂，儒释道诸家之说沉淀到民众中，与原本生长在民间的观念相揉合，形成了较为恒定的伦理观。盛演于民间的戏曲，只有切合这种伦理观，彰显孝敬父母、友爱家人、善待亲朋友、善恶有报等朴素观念，才能够契合民众的接受心理。

就莆仙观音本事戏来说，孝道是全剧最突出的主题，在妙善所发的誓愿中，超升父母被放在修行目的首位，观音菩萨原本救苦救难的基本功能让位给了孝道观念。“至亲惟父母为重，夫妻那是（只是）夫妻”父子关系超越了夫妻关系，成为人伦中的第一伦，孝道至上的观念令妙善始终对父亲毫无怨言，默默承受磨难，为治父亲之病，甚至割舍自己的手眼为药引。

在妙善游十殿的关目中，形象地展示民间善恶观念：

囚白：小人在阳间，不孝双亲，骂嫂骂兄，女（六）亲不和，邻里结□，不尊神明，呼天咒地，盗偷纸钱，死届阴司，百样受刑之，落乔（桥）下浮，水浸铜蛇缠头，铁狗咬身，今哉（知）悔悟，万望我佛超度，自愿变狗出世，变猫去出世。——《妙善出家·接引游魂》

君白：此等之人，俱是谋财害命贪淫造次，故受此极刑。

君白：此等妇女，打骂翁姑谋害亲夫，故受此刑。

君白：此等贪官污吏，苛捐勤税，该受油镬炮烙之苦。——《慈航渡世·观音游十殿》

剧本罗列的种种恶行，均是民间所常见的家庭内部、乡邻亲戚之间的关系以及与百姓生活之安适与否直接关联官吏捐税。剧中以恶人受罚、善人鼓乐接引至西天的直接展示，一定程度上是民间道德的外化，达到了抑恶扬善、教诫人心的作用。

在观音本事戏中，妙庄王是一位极其残暴的父亲，对妙善没有一丝为人父的温情，惩罚措施一步步升级：贬入雪池受寒、令白雀寺主折磨女儿、火烧白雀寺、处以斩刑，行为血腥、违反人性之处令人惊诧。这在莆仙戏《慈航渡世》与《大香山》发生了一些的变化，许多关目已经作了较易于接受、符合伦常的改写。《大香山》里的妙庄王不再是一位不可理喻的父亲，他以慕道者的形象登场：“为国后嗣未生太子，使朕日夜暗愁思，意爱入山修正道，即宣大臣掌国事。”（《大香山·庄王首出》）而不象其他剧中，直至剧末妙善替他医好病后，才心生悔悟。妙庄王与妙善是不避免的一对矛盾人物，本剧在祈子时，天妃留下了其二人将“父女结冤仇”的梦示，将他们日后的矛盾解释为命定，这为妙庄王的残暴行为解脱了大部分的责任。《慈航渡世》中人物情感更为细腻合理，比如“火烧白雀寺”一出中，妙庄王欲斩妙善，王后替妙善说情：“求君王息怒停嗔，妙善是骨肉至亲，舍押伊法场受刑 ，看你其心亦太残忍。”王后希望用骨肉之情打动国王，被拒绝后，王后哭着退入后台。这些细腻的笔触在在皆是，是对原本情感逻辑的弥补。

《妙善出家》中妙庄王因“不敬神明，罪犯天条”生毒疮，而在《慈航渡世》中，原因改为白雀寺被烧死的众尼向王母诉冤，王母令其化为火疮，扰乱庄王，以报烧死之仇。《妙善出家》中妙庄王一家在香山团圆中，妙庄王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深感悔悟：“当时父王昏迷，不知瓦（我）仔大器”，“不合将女儿凌夕（迫）”，甚至愿意舍弃江山而修行。还用到舞台剧常用的强化人物情感、增加机趣的桥段：妙善明知父亲悔悟，故意询问：“父王许仔招亲，许仔修行？”正是这种比平铺直叙更深一层的设置，使得观众在观剧过程中能够在妙庄王受到现世业报过程中，通过妙庄王深切的悔悟，一如既往地在寻常民间故事中获得自己所熟知的善恶立报的快意，这传递出强烈的民间情绪与价值判断，深深契合于他们预期中的期待视野。

在民间化伦理道化与情感逻辑之外，剧本还带着浓厚的地方化色彩。《大香山》中妙庄王与王后因无子而到天妃庙求子：

王：（白）朕兴隆国王妙庄王氏，今日仝爱卿驾临天妃庙进香，祈求生下太子继承国祚，武士，车驾到庙进香。——《大香山·庄王首出》

王后：（白）仔汝不知瓦（我）二人前年共天妃圣母插花求子，谁知生汝出世，只思修行，不从父母招亲，万里江山有谁继统呢。——《大香山·姊劝婚配》

这里说到的妙庄王夫妇“插花求子”之俗，源于临水夫人陈靖姑信俗。俗谓陈靖姑神班之宫婆取花赠人即意味着送子，白花为男，红花为女，已婚未育的妇女往往到宫庙请花以祈子。福建女神概皆可祈子，但是“插花”祈子却是陈靖姑信俗，剧中成为王后在天妃庙祈子的习俗，这无疑是陈靖姑信仰与天妃妈祖信仰的在民间的交汇，是女神功能重叠的表现。在剧中还有大量福建民间流行信奉的神灵，如山魈、温元帅、土地公、土地妈（在莆田，土地公信仰极盛，几乎一户人家拥有一座小土地庙）等。自己所熟知的神班人物出现在舞台上，不但能增强信仰心理，而且也是民众所乐于见到的。

四、观音本事戏的改写原因讨论

如果考量莆仙观音戏兴盛的的原因，首先要考虑的可能是观音信仰在莆田的传播。观音信仰究竟何时开始在莆田传播，难以确考，《莆田县志》记载了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黄氏感异梦生李制干公，遂舍梅峰地百余亩为佛刹……祀白衣大士”
为报答得子之恩，黄氏将原来观音亭扩建为梅峰寺，送子的白衣观音形象已在信众中建立起来了，此后观音信仰极为兴盛，不但供奉观音的院、堂、庵随处可见，还存在大量私祀。以现世救苦救难为基础功能的观音菩萨，又兼有来世救度功能，成为全能的神，非常适合信众的需要，所以信仰极盛。如此兴盛的信众人群与信仰背景，为观音戏的盛演培养了观众。

其次，莆田是一个信仰繁胜之地，产生大量的本土神灵，一乡一境往往有自己适应性的保护神，宫观庙宇多不胜数。这是一种以地方神灵崇拜与多神并祀为中心的民间信仰，同时又吸收混融了佛教、道教等成熟宗教教义。这些成熟宗教在流传过程中，其初始教义早已发生变化，只要翻捡相关地方志，就会发现大量僧侣、道士民间俗神化的现象，以显异救难为他们的主要职责，这是民间文化强大的涵化功能的体现。

民间信仰从祀神圣诞、迎神报赛、岁时祭祀、喜庆丧宴等活动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地域文化心理反映的戏曲，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带这种色彩。从发生的角度来看，宗教与戏曲均源于民间，一些信仰活动与民间戏曲有着共同的精神追求和心理机制；从戏曲的题材看，地方神得道史和神怪故事成为戏曲表现的重要题材；从戏曲作品中表现出的生活信念看，无论是生死观、命运观还是道德观、婚恋观，均渗透着浓厚的民间信仰。这些可能是观音信仰内涵发生变化和观音本事戏中充满地方信仰元素的主要原因。

第三，观音与两位福建重要女神的关系。在福建，有两位重要的本土女神，一位是以于闽东为信仰中心的临水夫人陈靖姑，是妇幼的保护神；一位是以莆田为信仰中心的妈祖，主要司职于海神，这两位女神皆流播广远。她们的真实身份可能是巫，被奉为神后，信众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她们与观音有密切的联系：陈靖姑为观音指甲或指血所化；妈祖是观音的化身，或谓其母吞优钵花而孕所生。
民众间还流传着“观音大士说天妃娘娘经”，明确认为观音比妈祖高一级的神灵，在建筑格局中，往往正殿供奉妈祖或陈靖姑，后殿或偏殿供奉观音，比如湄洲妈祖祖庙和古田陈靖姑祖庙，均建有观音殿专祀观音，在这两位女神的信仰体系中观音的地位不言而喻。地方神灵比附观音以提高权威性、正统性，观音信仰也借着地方神灵庞大的信众基础得以向社会肌里的更底层处弘传。三位女神有着甚深关联，在功能上也出现重叠现象，“他所谓神者，以死生祸福惊动人，唯妃生人、福人，未尝以死与祸恐人，故人人事妃，爱敬如母。中心向之，然后于庙享之”。
这里说的是妈祖，观音、临水夫人又何尝不是以母亲般的慈悲心怀来帮助民众，这可能是三位女神在信众心中相似的最主要原因了。

在女神体系中，如果说观音是地位最为尊崇的女神，一点都不夸张，但是，莆田每年三月二十三妈祖诞的庆祝活动极其隆重，湄洲祖庙妈祖祭典还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观音诞则概皆寺院组织，信众往往只是以个人的名义参予。和妈祖诞不同的是，观音诞并没有进入区域性民众自发祀典的视野，信众对本土神灵发自内心的崇敬与热爱可能超过了外来的观音。因此，在莆田，产生了或移植了大量以神灵成神为题材的剧目，如《陈靖姑出世》《田公出世》《南游记》《愿》《鲁戏》等。同样是女神，有陈靖姑与观音戏，却没有妈祖戏，重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妈祖系乡里之神、宗亲之神，敬畏之心导致艺人不敢随便将之搬上舞台。
五、结  语

从抄本的文本来考察观音信仰，当然存在艺术作品与客观现实的差别，但是，戏剧与信仰的密切关系，使我们无法轻视剧本中透露的信仰信息。观音本事戏的传播，使得妙善故事被广泛接受，在区域范围内，一定程度上统一了信众对观音出身的认知。区域性无疑一种局限，不同区域的信众有着自己对观音出身的不同的认识，但是正是这种局限使得各地观音菩萨同中见异，增加了观音信仰的丰富性。

观音信仰经历了印度佛教、传承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以及中国民间佛教不同阶段，流播于民众阶层的观音信仰带着随意性、功利性、世俗性的特点。就莆仙观音本事戏而言，如果撕下贴标签式的佛教思想，显现出来的实际上是民间信仰与地方色彩。我们可以看到流播于民间的观音信仰被不同地域的信众不同程度地世俗化、在地化、异质化，舞台上的观音形象为了适合民众的欣赏需求，也不同程度地凡人化、俗神化，这种观音信仰因其本质上不同于正统经教法而显得形态殊异，甚至带着非佛色彩。但是这种信仰与地方的民间宗教
、民间信仰
纠结在一起，形成混融各教的思想，贯穿于民众精神世界，贴近最基层、最庞大的民众群体，从其作为事实且大量的存在看，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

� 宋元符二年（1099）蒋之奇撰《香山大悲菩萨传》，元符三年（1100）汝州香山寺据此传勒碑，据云是蔡京手书，碑毁后，又于元至大元年（1308）香山寺主持沙门重新刊刻原碑文。


� 韩秉方先生认为北宋天竺普明禅师所作《香山宝卷》（又称《观世音菩萨本行经》）出现于宋崇宁二年（1103），韩秉方：《观世音信仰与妙善的传说——兼及我国最早一部宝卷<香山宝卷>的诞生》，《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2期。





� 马建华先生认为《妙善出家》更接近宋元时代流传的观音修行传说。马建华：《莆仙戏与宋元南戏、明清传奇》，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第1版，页501。


� 明代莆田人林兆恩汲取儒、道、释三教要旨，自立“三一教”以教化民众，不但流传到毗邻浙江、江西、广东、台湾等省以及较远一些的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陕西等省，还随着莆仙移民的脚步远播东南亚和欧美地区。在莆田，崇奉三一教的三教祠、书院（清代三一教被禁而改称为书院或玉皇庙），现有1000多所堂祠与书院，林立于莆田的闹衢乡野，信众遍及千家万户。


� 马建华：《莆仙戏与宋元南戏、明清传奇》，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第1版，页507。


� 李利安《观音信仰的渊源泉与传播》，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版。


� [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十，《四部丛刊·集部》。


� 鲁字加病字壳。


� [汉]许慎《说文解字》，天津市古籍书店，1991年第1版，页100


� 李亦园：《李亦园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页271


� [清]廖必琦等纂：《莆田县志·建置志》，清乾隆二十年（1755），清光绪五年（1879）潘文凤补刊本。


�[宋]黄仲元著：《莆阳黄仲元四如先生文稿》卷一<圣墩顺济祖庙新建蕃厘殿记>：“湄洲故家有祠，即姑射神人之处子也。泉南、楚越、淮浙、川峡、海岛，在在奉尝，即补陁大士之千亿化身也。”四部丛刊三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三教搜神大全》卷四<天妃娘娘>：“母陈氏尝梦南海观音与以优钵花，吞之，已而孕，十四月始免（娩）身，得妃……幼而颖异，甫周岁，在襁褓中见诸神像，□手作欲拜状，五岁能诵观音经。”叶德辉郋园丛书本，页16。


� [宋]黄仲元著：《莆阳黄仲元四如先生文稿》卷一<圣墩顺济祖庙新建蕃厘殿记>，四部丛刊三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


� 指白莲教、罗教等与正统宗教相对的秘密宗教。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 林国平老师认为：民间信仰具有一般宗教的内在特征又不同于一般宗教，没有完备的教义、教规、戒律、教阶制度、教团组织等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征。林国平：《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几个问题》，《民俗研究》，2007年第1期。





